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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盲点之争” :
传播物质性研究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缘起

汪金汉

摘要:达拉斯·斯迈思提出“受众商品论”并随之引发的“盲点之争”是传播政治经济学

关于传播物质性讨论的重要学术争论。 而这场学术争论在研究传播物质性时候常常被遮

蔽,甚至忽视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物质性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一事实。 对这段被遮蔽

的围绕“物质性”的学术讨论重新提及,并且在整个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脉络中去探讨互联网

时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关于物质性讨论的新发展,能够重新发现“盲点之争”以及“数字劳工

之争”之间的物质性勾连。 以“盲点之争”为中心,其物质性讨论围绕两个重要维度:商品和

劳动。 斯迈思及其他讨论者将传播分析从以往的注重观念研究转移到注重经济基础的物

质性研究上来,细致分析了传播所依赖的,支撑基础设施以及技术发展的劳动以及经济链。
而“数字劳动之争”实际是“盲点之争” 的物质性议题在数字媒体时代的延续,两者以物质

性为主题获得了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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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最近几年,“物质性转向” ( material
 

turn)在传播学界一直被提及,并且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理论

基础的新的研究视角———传播研究的物质性视角。 什么是传播研究的物质性视角呢? 章戈浩以及

张磊认为,物质性概念覆盖范围极广,“泛指一切涉及‘物’与‘物质’的媒介构成、媒介要素、媒介过

程和媒介事件” [1] 。 杰里米·帕克以及史蒂芬·威利认为,传播的物质性研究存在两种路径:“第一

种是将物质性看作物理性。 以基础设施、空间、技术以及身体为关注点,将传播以及文化放置到物理

以及肉身图景中去。 第二种路径是考察传播自身的物质性,关注于声音、光学媒介、建筑环境和大脑

等物质层面中的话语” [2] ,并且提出了物质性研究的五大议题:经济、话语、技术、空间以及身体。 经

济议题依托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元关系,将经济看成是传播的基础;话语议题研究摆脱

了文本中心与社会建构主义范式,转而关注被话语习惯所淹没的技术、材料、程序等因素;技术议题

并不仅仅关注基础设施,而关注的是信息得以呈现的一系列技术条件,如光电、成像技术等;空间议

题受 20 世纪后期发生的“空间转向”的社会思潮影响,“将传播看成是生产场所以及领土的物质条

件” ;身体议题的物质性研究将传播放到麦克卢汉、基特勒等媒介思想中去思考媒介与身体的关系,
并且去思考身体哲学问题。

在为物质性寻找理论基础时,钱德拉·穆克吉认为,物质性转向的理论基础有马克思主义、福柯

的空间与权力思想以及后人类思想[3] 。 但是其忽视了传播学批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批判路径:传播

政治经济学。 传播政治经济学一直将媒体当作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努力探寻媒体



系统中的经济形式。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达拉斯·斯迈思就提出了用

“物质论”的视角来考察传播,提出了著名的“受众商品论” ,并且引发了一系列讨论,这段历史被称

为“盲点之争” 。 “受众商品论”的提出实际上指出了资本主义传播体系的内在经济逻辑,将传播体

系当作整个社会经济的一部分来看待。 但是在今天讨论传播物质性的时候,经济作为重要的主题之

一,“盲点之争”却很少被学者提及。 在 1981 年,斯迈思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八

大核心议题:①物质性;②垄断资本主义;③受众商品化与广告;④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媒体传播;⑤
劳动力;⑥技术决定论批判;⑦作为意识形态与霸权以及物质实践的意识辩证法;⑧艺术和科学的辩

证法。[4] 虽然物质性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八大核心议题之首,但是格雷厄姆·默多克在 2018
年的时候仍然断言,物质性研究是传播的一个盲点[5] 。 而当我们将“盲点之争”纳入物质性的思想脉

络中去讨论的时候,默多克这一论断是否正确就值得商榷。 本文就是要重提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史

上的“盲点之争” ,将这段历史放在传播研究的物质性视角中去分析,将“盲点之争”看作传播政治经

济学物质性视角研究的一个先河,否定默多克关于物质性盲点的论断。 本文以“盲点之争”为主线,
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物质性主要探讨的是什么;“盲点之争”以及后来

数字时代的“数字劳动之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物质性视角在两者之间扮演着什么样的勾连效果。

二、为什么是“盲点之争”

“盲点之争( blindspot
 

debates) ”始于达拉斯·斯迈思 1977 年在《加拿大政治与社会理论季刊》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发表的《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 (以下简称

《盲点》 )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斯迈思指出了此前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盲点,即忽视传播在整个经济

基础方面的作用。 “大众传播媒介及其相关社会制度与现象,如广告、营销研究、公共关系、产品之包

装与设计等等,总加起来,就是欧洲、美国与加拿大这些地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盲点” [6] 。 文章

一经发表,立即引来传播学界一片哗然,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界的众多学者,纷纷撰文进行辩论,
从而形成了著名的“盲点之争” 。 这些论争主要以《加拿大政治与社会理论季刊》为阵地,其中包括

格雷厄姆·默多克《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对达拉斯·斯迈思的回复》 (Blindspots
 

about
 

Western
 

Marxism:a
 

reply
 

to
 

Dallas
 

Smythe) ,达拉斯·斯迈思《对格雷厄姆·默多克的回复》 (Rejoinder
 

to
 

Gra-
ham

 

Murdock) ,比尔·李文特《受众商品:关于盲点之争》 ( The
 

Audience
 

Commodity:On
 

the
 

Blindspot
 

Debate) ,苏特·杰哈利《探索盲点:受众商品》 (Probing
 

the
 

Blindspot: the
 

Audience
 

Commodity) 等多篇

正面探讨“盲点之争”的关键性文章。 此外,在 1978 年召开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会议( Interna-
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上,相关学者也对此议题展开了专题讨论。
从争论的范畴上看,“盲点之争”有狭义与广义两种之分。 狭义的“盲点之争” ,是由上述几篇直

接的争论性文章构成的学术争论事件,时间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而广义上的“盲点之

争” ,则关乎更大范围的讨论,所延续的时间也更长。 在某种意义上,后来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

研究学派的几次论战,以及传播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都可以纳入其中———因为这些讨论

都源于狭义上的“盲点之争” ———甚至可以包括后来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所引导的数字劳工研究。
从人员结构来看,“盲点之争”的参与者,主要来自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以及后来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

这两大阵营。 “盲点之争”与其说是不同学者之间的争论,不如说是两个不同传播学批判研究派系之

间的争论。 虽然这两个学派之间有着共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却是在

不同的角度上进行的。 以斯迈思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更为关注的是其经济功能,而法兰克

福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总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大众媒介生产‘意识形态’的能耐” [6] 。 可以说,“盲

点之争”处在一种断裂与勾连的历史位置上:断裂的是与“观念论”的联系;而以物质论为主题,勾连

起文化研究学派以及数字劳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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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物质性研究的开端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物质性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早期以及后来的

一大批政治经济学批判学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如赫伯特·席勒、达拉斯·斯迈思、格雷厄姆·默多

克以及彼得·戈尔丁等。 但是斯迈思认为,上述马克思主义派别的学者,包括他自己在内,实际上都

陷入了“观念论的丛林” [6] 。 斯迈思这种论断显得比较武断,因为实际上不管是席勒还是默多克以及

戈尔丁,他们在研究媒介的时候实际上也探讨到物质性层面,这些物质性层面包括支撑媒介发展的

经济链以及技术。
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中,席勒探讨了美国商业媒体背后的商业逻辑:“电视从一开始就完

全依赖于广告收入来维持运行……商业电视努力寻求大量的观众来吸引广告赞助商的广告,并吸引

更多的新主顾” [7] ,并且断言“商业电视几乎是以周密确定的比率将受众卖给了商品生产商” [7] 。 这

种论断实际上与斯迈思“受众商品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而在谈到文化帝国主义的时候,席勒同样

认为“文化渗透的过程有经济基础支撑” [8] 。 在技术层面,与斯迈思认为技术实际上反映的是政治以

及意识形态的观点不同,席勒认为技术发展依靠的是经济,“大众媒体提供以及扩展信息的传播。 但

是物质生产的基本结构会诱发并促使信息传播” [8] 。 席勒对经济基础的提及是零散的,也没有深入

分析其中的经济逻辑,而主要从政治方面谈媒介的管控以及媒介与政治的合谋。 在谈技术的时候,
其落脚点同样放在技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帮助上。

默多克虽然将大众传播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下,生产与分配商品的商业组织” “广告

是出版社以及商业电视的主要经济基础” [9] ,其出发点是经济基础,但是其最后的落脚点是去分析媒

体的文化生产。 “我们不能简单地断定大众媒体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一部分,也需要解释意识形

态是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中生产出来的……如果不去掌握媒介生产讯息的经济动态过程,以及这些经

济因素所产生的不同性质的决定性作用,是不可能充分理解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的” [9] 。 默多克将

经济与意识形态很好地统一了起来。 默多克将研究对象放在英国本土的各种媒介上,包括广播、出
版社、电视、影院、唱片等分析他们的经济结构、商业扩张以及对于人们休闲娱乐的影响,认为“控制

媒体的物质利益以及他们生产的文化产品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并且这种合谋以及意图是不可解释

的” [9] 。 默多克以及戈尔丁实际上在产业框架下来分析媒介,将媒介与其他商业组织以及广告相联

系,来分析媒体产业的发展进程。 但是默多克早期的作品实际上更多关注的是文化层面,如流行文

化、青年文化。
作为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席勒、默多克、戈尔丁以及斯迈思本人在传播政治经济学早期研究阶段

已经涉及传播的经济、技术等物质性层面。 但是这种分析并不是严格遵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并没

有具体指出传播系统内部的经济逻辑,并且分析的视角侧重于政治,媒体扩张等经济活动是服务于

政治意图的。 但是前期对于物质性的探索,实际上为斯迈思站在纯粹的马克思立场上来思考传播的

物质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 “盲点之争” :“物质论”视角的回归

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这篇导火索性质的文章中,斯迈思呼吁在研究传播问题时,不
该将传播仅仅作为意识形态生产和控制的机器,而应该将其作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部分,着重考察

传播在经济中的作用。 斯迈思早期研究的主要议题是美国的传播政策,以及国家与媒介之间的关系

问题。 然而在冷战时期,作为一个左翼的马克思主义者,斯迈思所提出的策略往往被当局者否定,甚
至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也与主流的传播研究格格不入。 因而,处于孤立状态的斯迈思曾经这样说,
“只有在神学院的课堂上可以不用害怕公开地、充满热情和自信地讨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 [10] 。 当然,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斯迈思“往往并不从浪漫情怀论事,而更经常是植基于物质

基础的实存主义者” [11] 。 而对于他而言,“抵制各种形式的确定性以及行政性的理论与分析,独立地

展开研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可以批判性地观察社会中的主要机构,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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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与限制以便改变他们” [12] 。 显然,相较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斯迈思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

理论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摆脱了研究的“观念之林” ,这也是其提出“盲点”问

题的出发点。
斯迈思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盲点”实际上是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从经济角度研究传播问题。 这使传播学研究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出现了一种转型,即突破了以

前的“观念论”传统,转向更具有马克思特色的“物质论”层面。 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不
仅可以对以前的传播批判研究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也可以进一步反思这种“物质性”转向的学术意

义及其合理性。
以“盲点之争”为发端,实际上开启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传播系统经济层面的分析,并且将马克

思经济学中的一些关键性概念,如劳动、价值、资本积累等引入到传播学分析中去。 而这些概念在数

字时代又被重新提及,学者们转向思考工业时代的经济逻辑在数字时代的普适性以及调整性问题。
“盲点之争”实际上处于一个“节点”位置:承接了早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物质性分析,断裂了传播研

究的“观念论”分析,同时也开启了以“经济”为核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数字时代批判,如“数字劳

动之争” 。

三、商品与劳动:“盲点之争”的物质性视角分析

我们将“盲点之争”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物质性讨论的缘起,但是究竟“盲点之争”中物质性讨

论的到底是什么呢? 达拉斯认为是“它们替资本提供了什么样的经济性服务”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再生产与复制过程当中,大众传播体系扮演的角色” [6] 。 对于物质性的描述,斯迈思受到马克思经

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思想的影响,将传播放在经济基础层面上来考察。 而以经济为突破口,斯
迈思对传播体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与复制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与消费作用进行了分析。 生

产与消费过程中所必需的劳动、劳动力、注意力问题也成为其分析的对象。 而这一切都构成了整个

传播系统得以运作的经济基础,并且成为“盲点之争”所争论的主题。
(一)商品:传播的客观实体

在《盲点》一文中,斯迈思提出了著名的“受众商品论” ,认为“以马克思主义省思资本主义,首要

之义就是界定一个客观的实体,就此而言,亦即以客观的标准,定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所生产的‘商

品’ ” [6] 。 斯迈思认为受众是一种商品,而“观念论”学者认为商品的信息、内容等只是吸引受众的免

费午餐而已。 “受众商品论”打破了这种以资讯为依据的受众定义方式,强调以经济方式来分析受

众,可以说是第一次基于马克思主义“物质论”视角提出的传播理论。
比尔·李文特在 1979 年撰文支持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 ,认为“受众商品论”以及用劳动作为

分析的工具是两个重要的跨越。 李文特从“受众”的定义开始分析:以前我们把信息的接受者、消费

者当作受众,将受众当作一种个人的集合,对于受众的定义是一种混合式的,没有分清时间、地点以

及特殊条件因素。 李文特指出,“符号跟文本的分析,一切研究都以信息为出发点来分析,这种方法

产生了盲点,而这个盲点就是对于受众的定义缺乏历史性” [13] 。 商品是带有意识形态的,那么受众

作为商品形式是不是也有意识形态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李文特对于“受众商品论”最大的理

论推动。 他将受众自身的商品特点看成是研究其意识形态的出发点。 李文特将受众商品形式看成

是所有物品意识形态意义的经济基础,所有物品“ 不仅仅只是消费商品,而且包括整个社会生

活” [13] 。 苏特·杰哈利严格按照马克思关于商品的定义来看待“受众商品” ,认为如果受众是商品,
那么就应该满足以下几个问题:①受众商品是否有使用价值;②是否有客观实体;③是否有交换价

值;④是否有剩余价值产生;⑤是否由资本家占有[14] 。 斯迈思并没有足够的理论来支撑在马克思的

理论框架内对“商品”的概念进行解释。 并且“受众商品”这一概念是斯迈思在商业媒体基础上提出

来的,忽视了默多克所说的二类媒体( secondary
 

media)的情况。 对于上述关于“商品”的五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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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哈利自己也没有给出答案,而寄希望于有关此问题更多的讨论。
针对“受众商品论”的诸多理论问题,李文特试图寻找一种新的商品形式。 他回到“盲点之争”

的开始阶段,认为“看以及听本身是媒体内部需要关注的新的东西” [15] 。 李文特将受众的剩余观看

时间看成是商品。 他将受众的观看时间分为必要观看时间以及剩余观看时间。 剩余观看时间才是

媒体所拥有的,也只有在剩余观看时间内才能产生剩余价值。 受众的观看时间是电视台提供的节目

时间,这些节目是卖给受众的,就像斯迈思所说的“免费午餐” 。 而媒体从受众那里买来的是受众额

外观看时间,而正是这短短的额外观看时间被用来出卖给广告商。 显然,这是对斯迈思“受众商品

论”的进一步发展。 李文特运用马克思分析剩余价值的一些术语来解释其观点,将电视节目的以外

时间称为剩余时间,在这剩余时间里可以创造价值。 在观看节目的时候,有大量的受众,而在节目间

隙,会产生广告时间,这样大量的受众就会自然地流到广告时间里,顺带地观看广告。 而广告商正是

看中了这一点,才会愿意购买额外时间。 “基于对交换价值的分析,关注观看时间对于从唯物主义的

角度建立以受众为中心的通信理论至关重要” [16] 。
米汉对大众媒体所生产的商品给出了第三种回答。 他认为,媒体不仅生产信息、受众等商品,还

生产收视率、收听率,这些也成为一种商品,或许是更直接的商品形式。 “收视率不应该再被当作人

们行为的一种报告,而是一种产品———由商业事件与公司策略共同塑造的商品” [17] 。 米汉认为“收

视率可以测量出电视公司的生产率,也就是电视公司吸引正确的受众出售给广告商的能力。 这样,
收视率成为证明电视公司无形的受众商品存在的有形证据” [18] 。 所以,收视率是受众的有形存在物

或者说存在多少的证据,又或者说收视率成为受众物化的一种存在物。 测量收视率是由专门的服务

公司来执行的,例如著名的尼尔森公司。 由于收视率直接影响节目的编排以及哪些节目被优选、被
淘汰,这就使得这些收视率测量公司跟媒体公司、节目生产公司形成了一种很紧密的关系,甚至可以

说,收视率测量公司决定着其余两者的活动。 “电视收视率的产生由一家公司所决定,在经济层面

上,这种垄断是合理的,因为广告商跟电视公司都需要同类的信息来进行业务交易” [18] 。 但是由于

每家收视率公司所运用的测量方法是不同的,这就造成“受众商品以及收视率商品是人工的以及可

操控的” [19] 。
(二)劳动:价值生产方式

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形式有两种: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斯迈思将受众的劳动界定在生产

性劳动的范围内,并且认为受众劳动生产的产品有两个:劳动力以及需求。 斯迈思在论述劳动力生

产的时候引用了威廉·李凡特的观点,他认为“工作时间所生产的是用于消费或者用于再生产的商

品,这种生产活动你获得报酬。 而在工作之余,生产的是劳动力———工作以及生活的能力” [20] 。 而

受众观看电视是处在休闲时间的,这种看似没有任何劳动的状态实际上也是一种工作,“绝大多数

人,24 小时都是工作时间” [21] 。 这种劳动看似没有出售,实际上却通过受众商品卖给了广告商。 在

生产需求方面,“大众媒介却同时身兼两者,既是上层结构的一部分,又是下层结构之生产活动的最

后阶段中(引发需求,以及经由购买消费而得到的满足) ,必不可缺少的一环” [6] 。 大众传播媒介主

导消费过程,逼迫我们开出购物清单。 “在观看广告的时候,受众产生的真正劳动是一种需求管

理” [22] 。 受众的劳动其实是一种注意力,通过注意力对广告进行消费,同时产生一种商品需求。 “受

众面临了越来越多的决定要做,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新商品,以及与这些新商品有关的广告,成天向他

们侵袭而来……他们得在新商品中挑选出他们想买的东西” [6] 。 如果按照劳动形式来归纳这种劳

动,我们可以将其划分到脑力劳动中去。 这种需求的产生,是因为广告所含有的特定的说服意识,受
众有可能将这种需求管理落实到实际的消费行动中去,这样受众就将商品的消费与流通联系起来。

杰哈利认为商业媒体成为社会经济的一部分的原因在于“媒体加速了商品的售卖以及商品从生

产到消费的流通速度” [16] 。 而在这整个商品的流通过程中,受众的劳动就是观看。 “观看式劳动

( watching
 

as
 

working) ”说明媒体既是一种真实的价值创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隐喻,这种隐喻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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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过程在媒体中的反映。 杰哈利将这种受众的观看劳动与马克思语境中的工业化劳动类比,认为两

者有很大的相似点,并且从价值以及剩余价值两个方面来考察这种观看式劳动。 受众的广告观看时

间分为必要观看时间和剩余观看时间。 必要观看时间这部分所产生的价值用来生产电视节目以及

用来生产受众,如果没有必要劳动时间,那么就不会产生电视观众。 而剩余观看时间则完全售卖给

了广告商,也就是在剩余观看时间内才会产生剩余价值,而这正是广告商所看重的。
在《盲点》一文的开篇,斯迈思就提到“自诩为历史物质论的人,在研究大众传播体系之时,提出

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它们为资本提供了什么样的经济性服务’ ” [6] 。 所以“盲点之争”中物质性的

论述是站在整个传播系统视角上来分析传播对经济的作用及其内在的经济逻辑。 但是我们必须清

楚地认识到,斯迈思的物质性视角实际上是建立在传统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基础之上,解决的只是传

播系统内部的价值生产的逻辑问题。 正如默多克认为斯迈思并没有完全坚持物质性的视角,因为

“国家与经济之关系,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与复制,以及阶级抗争等等问题,似乎是物质论者探讨大众

传播理论不能避开的核心课题” [23] 。 而且斯迈思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论”带入到传播分析中,强调

传播内部的经济构成,而对其意识形态功能避而不谈。 这样过多地注重经济的基础作用,而对传播

的其他方面视而不顾,“只不过是以另一种偏见与盲点,代替原来那一种罢了” [23] 。 传播系统同时具

有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基础的双重作用,但是斯迈思将意识形态方面全然归结到经济上来,这种“经济

化约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误解。 所以,对于物质性的讨论以及经济的讨论实际上并不应该完

全陷入马克思的牢笼中去,而应该将经济视为“一种社会的、物质材料以及文化组织的特殊逻辑,这
种逻辑体现在一系列的文本当中,如空间、社会互动以及劳动等” [2] 。 默多克认为传播中的物质性就

是“系统中所使用的原材料以及资源,支持日常交流活动的设备以及构建和维护这些基础设施及其

所需的劳动链” [5] 。 默多克对于物质性的界定更加清晰,并且带来了一种视角的转变,从一种客体视

角———即从传播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哪些经济性服务,过渡到了一种主体视角,即传播系统本身的物

质性支撑是什么,将物质论视角更加内化。

四、“数字劳动之争” :传播物质性的再讨论

在《盲点》一文发表后的三四十年中,根据福克斯的调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人们热衷于谈

论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成为所有社会科学的盲点” [24] 。 在数字媒体时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分

析中,“盲点之争”所秉持的物质性分析视角重新得到回归。 但是受到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

的影响,在数字时代讨论传播的物质性问题已经逃离了以经济为中心,而转向了一种整体论,更加强

调社会关系。 针对斯迈思的经济决定论的路径,威廉斯认为“我们必须将上层建筑定义为文化实践

的相关范围,而不是一个被反映的、被再生的,尤其是依赖性的内容。 关键是,我们必须将基础从固

定的经济或技术抽象物观念中抽出,而推向人类真实的社会和经济关系” [25] 。 文化唯物主义坚持这

样一种观点,即文化和传播是物质性的,同时它们与经济是一种既包括又不包括的关系。 威廉斯比

较了传播( communication)以及传播物( communications)之间的区别,“传播物指的是思想、信息以及

态度得以传播与接收的机构与形式,而传播是过程” [26] 。 传播必须依靠传播物的存在,而传播物即

传播的物质性基础。 而“传播工具,从最简单的身体形式的语言到先进的传播技术形式,都是一种社

会性以及物质性的生产与再生产” [27] 。 这种论断实际上与马克思唯物论相契合。 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马克思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涉及两种关系: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

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 [28] 。
在数字媒体时代围绕马克思主义关键性概念,如商品、劳动、剥削、阶级,西方传播学者之间又引

发了另一场争论:数字劳动之争( digital
 

labor
 

debates) 。 这场争论的基本论点是:“当代互联网平台公

司主要的资本积累模式是基于对用户的未被支付工资的劳动的剥削来进行的。 用户参与到内容的

创造,他们使用博客、社交网站、微博、维基百科,这些活动创造了价值并且是利润创造的核心”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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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之争”实际上是“盲点之争”在数字时代的延续,但是在争论的主题上更加具有马克思物

质性色彩。 在分析中,学者们大量使用了“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数字劳工的剥削问题,从而过渡到

传播机构的资金积累以及整个全球市场之间的经济链,并且深入到阶级关系以及劳工抗争。
(一)商品:产消者与数据

福克斯将斯迈思的“受众商品”概念延伸到互联网时代受众未被支付的消费行为上来,并且提出

了“互联网产消者”概念。 在他看来,“社交媒体产消者商品的交换价值是运营商从客户那里得到的

金额,它的使用价值是个人资料以及使用行为” [30] 。 福克斯延续了斯迈思的理论逻辑,但是,如果在

互联网时代依然将用户当成商品,是有缺陷的。 布雷特·卡拉韦作为最有力的一个批评者,对斯迈

思的“受众商品论”提出了很大的质疑。 “首先,在互联网时代,用户是具有流动性的,用德赛都的话

来说就是‘游牧者’ 。 我们浏览网页,很多时候都是快速阅读,然后跳到下一条信息,唯一记录我们浏

览过此条信息就是我们的点击。 其次,用户的鼠标点击行为被后台记录下,形成定向推送广告的基

础,用户的点击行为是有价值的,这个简单的点击行为记录着用户的喜好” [31] 。
从卡拉韦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互联网环境下的商品形式以及种类实际上发生了多样化的转变,

数据以及产消者成为新的商品形式。 从表面上看似乎觉得用户越多,其广告量也多,广告商是根据

用户的数量来决定广告的投放量的。 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用户在浏览网页的

时候产生了除内容之外的东西。 用户的每一次点击,都暴露了用户的喜好,用户所注册的信息,都是

有价值的。 所以,用户所产生的数据才是真正的商品。 用户越多,这种数据就越大。 用户的上网行

为都被后台记录到数据库中,然后后台根据用户的上网行为定向地投放广告。 例如今日头条,就会

根据人们喜好哪一类新闻的点击数量默认用户偏好哪一类新闻,然后进行私人内容定制与推送。 可

以说,新媒体环境将人纳入到了一种“全景监狱”中去。
(二)经济积累模式:剥削与劳动

在数字时代,互联网用户的劳动形式发生了变化。 劳动是在一种玩乐中进行的,使得劳动更加

隐蔽,从而忽视了劳动产品的价值。 人们通过注册社交网站账号,就可以建设属于自己的主页,上传

自己的日常照片、评论并转发等。 用户通过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就是所上传的内容和用户发表的评论

以及留下的数据资料。 而这些内容是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的。 首先,价值体现在用户花的时间上,
用户通过一定时间的劳动(上传、打字等)来完成内容。 价值是凝聚在产品中无差别的劳动,只要有

劳动,就有价值。 而使用价值呢? 用户所生产的东西,可以被别人用来观看、转发,起到愉悦别人的

功能,这就是使用价值的所在。 而对于网站平台来说,用户的内容丰富了平台内容,使得内容处于不

断的更新当中。 而用户的点击行为或者数据,又可以用来出卖给广告商,方便广告商来投递定向

广告。
工业时代,资本家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来达到资本积累的目的,而在数字时代,则是通过用户

的免费劳动力来获取资本积累的。 可以看到,网络用户的这种劳动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唯一的报酬

就是网络平台的免费试用。 福克斯指出,“ Web2. 0 商业应用的资本积累主要是基于对产消者的无限

剥削” [32] 。 在数字时代,剥削的对象依然是剩余价值。 “在谷歌、油管、我的空间或者脸书这样的网

站,受到剩余价值剥削的不仅只有那么受雇于公司来进行编程,更新、维持软件跟硬件的运行,执行

市场活动的员工,也有那些参与原创内容生产的用户和产消者。 新媒体公司不会支付用户生产内容

的费用,一种进行资金积累的渠道就是提供他们免费服务和平台,让他们生产内容,来吸引更多的产

消者然后售卖给第三方的广告商。 用户越多,广告费也就越多。 而这种用户的生产性时间也被资本

占有” [32] 。
针对互联网的资本积累逻辑问题有很多的讨论,如亚当·阿维森、科莱奥尼、大卫·赫斯蒙德夫

等。 阿维森与科莱奥尼提出另外一种思考框架,认为价值创造主要是基于生成与维持具有影响力关

系的网页,价值的实现与金融经济为基础的信誉相联系[33] 。 这样的一种模式比基于马克思劳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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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理论的方法更好地描述了价值创造过程与在线产消者的语境。 大卫·赫斯蒙德夫也对福克斯的

观点表示了不同的见解。 他认为,互联网上的劳工是没有被剥削的,因为在社会上,有太多的文化工

作是不会被支付报酬的。 “历史上很多的文化生产都没有报酬,在当今也是如此。 全世界那么多人,
特别是年轻人,当你在阅读一本书的时候,他们练习表演乐器,或者在休闲产业(不是文化产业)中任

意举一个例子,想象有多少青少年在踢足球或打篮球。 以上这些代表着劳动,都对音乐产业或足球

事业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很重要。 因为这些工作创造了工人储备,以此,这些产业才能运行” [34] 。
(三)全球性生产链

数字劳工之争对于“盲点之争”的延续与发展更重要的是将平台的资本积累过程扩展到整个生

产链,不仅仅包括平台运行过程中的资本运行模式,更包括整个平台物质基础,如设备、软件开发与

维护等环节。 “互联网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导形式,它的存在基于多种劳动:相对高工资的软件工

程师的劳动、互联网公司中低薪工人的工作,用户的免费劳动,发展中国家生产硬件以及提取金属材

料的被高度剥削的工作” [29] 。 这些劳动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被剥削者。 这群拥有共同身份的

人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即被剥削的阶级。 与工业时代被资本家控制的工人以及奴隶主控

制的奴隶不同,在互联网社会,被剥削的阶级是具有一种主动性以及反抗性质的存在。 如果劳工进

行阶级斗争、罢工或者放弃使用某一平台,那么互联网公司都会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这实际上蕴藏

着一种危机,即阶级斗争对互联网公司物质基础的潜在的破坏力。
在《马克思与互联网》这本书中,福克斯就对马克思关键性的 11 个概念进行了一一解读,说明它

们在互联网时代的应用性以及马克思与互联网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与伊兰·费舍尔合写的文

章《导言:数字时代的价值与劳动》中,福克斯又对马克思关键概念劳动、价值、劳动时间、租赁进行了

分析。 可以说正是福克斯的一步步推进与介绍,才使得马克思理论在数字时代重新进入研究视野,
为解决互联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工具。

五、结语

“盲点之争”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上的一种学术争论,其争论的重点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两个关

键性概念:商品和劳动。 达拉斯·斯迈思以及后来参与讨论的李文特、杰哈利以及米汉围绕这两个

概念,将传播分析从以往的注重观念研究转移到注重经济基础的物质性研究上来,细致分析了传播

所依赖的,支撑基础设施以及技术发展的劳动以及经济链。 这种物质性分析视角实际上是对传播分

析注重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分析的“观念论”视角的一种断裂。 而作为“盲点之争”的延续,“数字劳动

之争”实际上是达拉斯·斯迈思受众商品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回归。 福克斯提出“互联网产消者商

品”的概念,并且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相关概念,如剥削、剥削率、剩余价值等概念带到数字时代

的在线劳动分析中去。 达拉斯·斯迈思在《盲点》一文中所指出的一系列问题,如受众商品、受众劳

动等,也都在网络时代被再次唤醒,并且还引入阶级等概念对这种新的劳动形式进行全面的研究。
“盲点之争”发展成一场新的“数字劳动之争” ,两场争论的主题以物质性重新得到了勾连。 但是我

们也可以看到,两场争论讨论的物质性有慢慢倾向于“道德经济”的讨论,即不再关注商品和服务的

生产和分配,而更加关注经济系统与其他社会互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讨论的是传播经济活动对其他

领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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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lected
 

Blindspot
 

Debate:
 

The
 

Resource
 

of
 

Materialism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Wang
 

Jinha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Dallas
 

Smythe
 

put
 

forward
 

the
 

" audience
 

commodity
 

theory"
 

and
 

the
 

subsequent
 

Blindspot
 

Debate
 

is
 

an
 

important
 

academic
 

debate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materiality
 

of
 

communication.
 

This
 

academic
 

debate
 

is
 

often
 

obscured
 

when
 

studying
 

the
 

materiality
 

of
 

communication,and
 

even
 

ignores
 

the
 

fact
 

that
 

politi-
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materiality
 

research.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refer
 

to
 

this
 

obscured
 

academic
 

discussion
 

about
 

"
 

materiality"
 

,and
 

to
 

explore
 

the
 

new
 

devel-
opment

 

of
 

the
 

Internet
 

era
 

in
 

the
 

context
 

of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economy.
 

Based
 

on
 

materiality,
 

the
 

stud-
y

 

rediscovers
 

the
 

theoretical
 

link
 

between
 

the
 

Blindspot
 

Debate
 

and
 

the
 

Digital
 

Labor
 

Debate.
 

The
 

materiality
 

discussion
 

revolves
 

around
 

two
 

important
 

dimensions:commodities
 

and
 

labor.
 

Dallas
 

and
 

other
 

followers
 

a-
bandon

 

the
 

conceptive
 

paradigm,
 

and
 

move
 

to
 

the
 

economic
 

basis,
 

discussing
 

the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y,
 

labour
 

and
 

economic
 

chain.
 

Digital
 

Labor
 

Debate
 

is
 

actually
 

a
 

continuation
 

of
 

the
 

material
 

issues
 

of
 

the
 

Blindspot
 

Debate
 

in
 

the
 

digital
 

era,and
 

the
 

two
 

have
 

gotten
 

connected
 

with
 

materiality
 

as
 

the
 

theme.
Key

 

words:Blindspot
 

Debate;
 

materiality;
 

Digital
 

Labour
 

Debate

■收稿日期:2021-03-12
■作者单位:汪金汉,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福建福州　 350117
■责任编辑:汪晓清

·85· 　 2021 年第 4 期


